
死刑辩护权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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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死刑问题特别是死刑辩护权

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议。目前 ,死刑辩护权在中国主要面临着政策层面的障碍、立法层面的障碍、程

序层面的障碍和司法层面的障碍。为了消除上述障碍 ,应该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 ,在刑法中大力

削减死刑罪名的数量、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细化死刑的量刑标准、取消死刑的绝对法定刑 ,从程序上将定罪

程序与判刑程序适当分开、严格死刑适用的证明标准 ,并在司法实践中对死刑辩护制度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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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意大利著名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 1764年在

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向世人提出了“在一个组织优

良的管理体制中 ,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①的质问以

来 ,死刑存废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刑事政策运动与刑罚

改革潮流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树立了生命权的特殊保护

观念 ,确立了严格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随着国

际社会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越来越多的重

视 ,中国死刑问题特别是死刑辩护权问题再次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争议 ,这将给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带来

深刻影响。本文拟对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

及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获得有效刑事辩护时可能面临的

各种障碍以及在中国现行法律体制下如何寻求出路的问

题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死刑辩护权在中国面临的障碍

(一)政策层面的障碍

一个国家的死刑政策是该国对死刑的立法和司法的

“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

策。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刑法虽然一直保留死刑 ,

但始终坚持“少杀、慎杀 ,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

政策 ,这一政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但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由于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大幅度上升 ,我国开始对严重刑事犯罪实行“严打”政策。

该项政策的推行 ,往往要求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从

重从快”处理 ,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同罪不同罚、量刑

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 ,也使得我国严格限制死刑

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改革开

放以来 ,“严打”政策始终占据我国犯罪治理的主流地

位 ,③虽然提高了办案的速度 ,却降低了办案质量 ,只重

视有罪和罪重证据 ,不重视无罪和罪轻证据等现象的存

在 ,使得刑事辩护律师很难为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

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 ,这不仅有悖于

罪刑法定原则 ,也严重侵犯了人权 ,破坏了司法公正。

2005年 12月 ,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

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其基本内容为“该严当严、该

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2006年 3月 ,在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

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依法

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所以 ,我认为 ,“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也是我国目前的死刑政策。

与“严打”的死刑政策相比 ,采用“宽严相济”的死刑

政策更为科学化、理性化 ,这大大改善了为死刑案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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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局面。但是 ,由于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执法人员

素质、执法水平等参差不齐 ,对“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解也

存在很大的区别 ,一些执法人员崇尚死刑报应的观念根

深蒂固 ,过分看中死刑的作用 ,甚至还夸大这种作用 ,④

继续忽视对死刑案件的合法辩护权。也有一些执法人员

对什么时候宽、什么时候严、该怎么宽、该怎么严等问题

并不清楚 ,对死刑不能做到宽中有严 ,严中有宽 ,宽严有

度。这些因素都阻碍了死刑辩护权的充分行使。

(二)立法层面的障碍

1.死刑罪名数量过多

依据我国现行的 1997年《刑法》第 48条的规定 ,死刑

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然而 ,我国法律对

于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并没有明确规定。从死刑罪名

的设置看 ,我国《刑法》共设置了 68种死刑罪名 ,其中 ,危

害国家安全罪 7种 ,危害公共安全罪 14种 ,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罪 15种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 6种 ,

侵犯财产罪 2种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8种 ,危害国防利

益罪 2种 ,贪污贿赂罪 2种 ,军人违反职责罪 12种。《公

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条第 2项规定 :“在未废

除死刑的国家 ,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

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1984年 5月 25日批准

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规定 ,“最严重犯罪

的范围不应超出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之结果的

故意犯罪”。与这些国际性文件相比 ,显然 ,我国死刑罪

名数量过多 ,涵盖的范围过于宽泛 ,其中 ,对经济犯罪、财

产犯罪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的罪名就达 44个 ,占全部

死刑罪名的 64. 7 % ,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⑤这无疑增加

了律师的辩护难度。

2.刑罚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具有相当的弹性和模

糊性 ,其起刑点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弊端 ,例如 ,我国《刑

法》第 383条第 1 款规定 :“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这里 ,“情

节特别严重”的适用条件十分模糊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

性。同时 ,由于贪污十万元以上就是对刑事被告可以适

用死刑的起刑点 ,这便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十

万元与贪污受贿几千万元甚至更多的公职人员都可能被

判处死刑 ,罪名相同而严重程度相差悬殊的犯罪行为在

刑罚处罚上却存在可能一致的危险性 ,这与罪责刑相适

应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也使得死刑辩护因法院的不同或

时间的不同而面临着悬殊的判决结果。

我国刑法还对一些犯罪的结果加重犯规定了应当判

处死刑的绝对法定刑 ,如劫持航空器罪、绑架罪等 ,这些

犯罪在特定情况下只能适用死刑 ,无法选择其他刑种 ,这

使得死刑的辩护权根本无法得到行使。

(三)程序层面的障碍

1.定罪程序与判刑程序混淆

我国的刑事审判中 ,并没有对定罪程序与判刑程序

加以区分。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 ,一旦辩护人或被

告人将重点放在被告人无罪的辩护上 ,认为被告人的行

为并不构成犯罪时 ,辩护人很难就量刑问题作出充分辩

护。但是 ,如果法院对该被告人判处死刑 ,这意味着法官

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又对其作出适用死刑的

量刑结果。由于定罪程序和判刑程序合而为一 ,使得在

实践中辩护人一旦选择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无罪

辩护 ,就冒着可能没有机会就量刑方面进行有效辩护的

风险。

2.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缺失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条第 2款

的规定 ,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 ,不得执行死刑。我国

《刑法》第 48条第 2款规定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

判决的以外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

执行的 ,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但是 ,伴随

着“严打”斗争的开展而下放的死刑核准权 ,不仅削弱了

对死刑的程序控制 ,而且也对大量适用死刑造成了直接

影响。为了防止错杀和滥杀 ,保证死刑适用的公正性 ,

2006年 10月 ,我国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自 2007

年 1月 1日起 ,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 ,这

表明我国在死刑制度改革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⑥但

是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辩护权至今仍然没有引起重视。

“在死刑复核程序的现实运作过程中 ,没有辩护人 ,没有

控诉方参与者 ,只有法院 (官)在这个司法剧场中上演着

‘独角戏’。”⑦所以 ,死刑复核程序本质上成了复核机关

一种单方行为 ,没有给被告人留下辩护的空间。

3.判处死刑对证据要求较低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条第 1款明确

规定 :“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公约虽然对死刑适用的证

据标准没有作出特别的限制 ,但它一方面明确了生命权

是人人所固有的权利 ,强调了生命权的与生俱来性 ;另一

方面强调了对生命权予以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严禁任意

剥夺人的生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 4

条规定 :“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

解释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 ,才能判处死

刑。”根据这些规定 ,只有在证据确实、充分 ,无合理怀疑

的情况下 ,才可以判处死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 :案件事实清楚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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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有

罪判决。可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的

刑事证明标准 ,它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裁判。刑事诉

讼法没有对关系到剥夺生命的死刑的证明标准作出特别

严格的规定 ,尤其是在“严打”活动中 ,司法机关奉行的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的定案标准在死

刑案件中被经常用到。可见 ,我国司法机关对死刑案件

定罪处刑所依据的证据标准明显过低 ,远远没有达到认

定死刑的国际标准。较低的证明标准使得死刑案件的辩

护往往无功而返。

(四)司法层面的障碍

1.律师调查取证困难

在侦查阶段 ,律师不能履行辩护职能 ,只能给犯罪嫌

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告”等一般性法律服

务 ,而不能依法展开有效的调查和收集证据 ,也无权了

解、监督侦查过程的合法性。而侦查阶段是证据收集、固

定的关键阶段 ,律师的辩护职能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 ,

无疑大大削弱了律师对死刑案件的辩护作用 ,进而导致

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对死刑案件的辩护空间不大。

2.法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

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教授曾说过 :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 ,法官是帝国的王侯。”⑧同样 ,

马克思也曾精辟地指出 :“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

法律可以自动运用 ,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⑨由此

可见 ,在刑事司法中 ,犯罪事实的认定、案件证据的审核、

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定以及适用死刑的社会效

果的预测等 ,最终都是由法官来决定 ,所以 ,法官素质就

显得尤为重要。但基于一些客观原因 ,目前我国法院系

统并没有一套严格的准入机制 ,许多法官甚至没有进行

过正规的法律培训 ,他们重刑主义思想严重 ,对严格控制

死刑适用的司法观念淡薄 ,个别地方甚至将判处与执行

死刑的数额作为考察工作业绩的指标 ,有些法院在“严

打”时甚至只严不宽 ,担心被扣上严打不力的帽子 ,违心

地判处了一些死刑。⑩可见 ,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尤其是

业务素质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 ,使得死刑案件的辩护

更为艰难。

3.法外因素干扰死刑案件的审判

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

但国家并没有提供保证法院独立审判的客观环境。在现

有的体制下 ,审判工作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法外因

素干扰死刑案件审判的事件时有发生 ,甚至还相当严重。

一方面 ,重惩罚而轻公正的执法观念在我国还大有市场 ,

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往往是对社会危害极大、民愤强烈

的案件 ,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重刑主义思想

影响下 ,社会公众对死刑案件的广泛关注 ,新闻媒体对案

件的有意炒作 ,使得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受到社会舆

论的压力。另一方面 ,行政干预、人情关系往往使法院在

审理案件过程中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这主要表现为司法

实践中存在的两种内部制度 :一是案件请示 ,很多死刑案

件都比较复杂、疑难 ,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往往请示上

级人民法院 ,请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处理意见 ,使得死刑案

件的二审、复核甚至核准等程序都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与

意义 ;二是案件协调 ,对于是否判处死刑存在较大争议或

者案件的证据有一定问题的死刑案件 ,某些地方领导、政

法机关违背司法职能分工的原则 ,在处理案件的各机关

之间进行协调 ,甚至召集各机关的代表一起召开协调

会。�λϖ这些于法无据、有悖情理的法外因素不仅干扰了人

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定职责 ,而且也严重侵犯了

死刑辩护权。

死刑辩护权在中国现行法律体制下的出路

(一)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

在死刑案件中 ,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做

到“该严当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如何把握

宽严的尺度 ,我认为 ,应当坚持两个原则 :一是罪刑法定

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

人权为其核心内容 ,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贯彻死刑的刑

事政策必须严格遵守该原则。二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宽严相济”中 ,“宽”不等于放纵犯罪 ,“严”也不可能是无

限制的 ,“宽严有度”的标准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

有将“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具体落实在罪刑法定原则和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中 ,死刑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才不会

是随意的、不可捉摸的 ,这样 ,死刑案件的辩护才会有章

可循、有的放矢 ,从而保障死刑辩护权的充分行使。

(二)死刑辩护的立法完善

1.在刑法中大力削减死刑罪名的数量

虽然我国《刑法》第 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

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从我国《刑法》的分则规定来看 ,

适用死刑的罪名过多 ,我国是世界上刑法中规定死刑罪

名最多的国家。限制和削减死刑 ,最后逐步废除死刑 ,这

是国际潮流 ,也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

刑问题的基本立场。所以 ,我国现阶段虽然还不能废除

死刑 ,但应将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加以严格控制 ,尽可能

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只对特别严重的危害国家

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和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罪适用死刑 ,而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职务犯罪、宗教犯罪等则取消死

刑 ,这样 ,将会大大减轻死刑辩护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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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

我国《刑法》第 49条规定 :“犯罪时不满 18岁的人和

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和《公民

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是一致的 ,但由于对

“怀孕的妇女”前加上了“审判的时候”这一限制 ,使得在

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规定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 ,因为审判

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中仅仅是指人民法院的审理判决阶

段。而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怀孕的妇女一般是指从立案

时起至刑罚执行完毕前怀孕的妇女 ,这是符合我国刑法

的立法精神的 ,因而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同

时 ,我认为 ,我国还可以参照《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

措施》的规定 ,将新生儿的母亲与精神病人也纳入到不执行

死刑的范围之中 ,这样更能体现人道主义和对妇女儿童权

利的保护。

3.细化死刑的量刑标准 ,取消死刑的绝对法定刑

由于我国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模糊性和弹性过

大 ,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 ,因此 ,有必要对适用

死刑的情节作出具体的规定 :一是科学地规范可以适用

死刑的“度”,合理地缩减量刑标准的弹性 ,避免使用含糊

不清、缺乏可操作性的语言 ;二是合理地细化判定死刑的

起刑点 ,平衡前后量刑的适用范围 ,使适用死刑具有合理

性 ;三是在刑法条文中 ,取消死刑的绝对法定刑 ,使得在

任何犯罪中 ,死刑都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刑种 ,而不是唯一

能够适用的刑种 ,这将使得死刑辩护权在这些案件中能

够充分发挥作用。

(三)死刑辩护的程序完善

1.将定罪程序与判刑程序适当分开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将定罪程序和判刑程序

适当分离 ,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已经相当普遍。在前南

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1998年 11月作出的切列比奇 (Cele2
bici)案的判决中 ,被告被定罪并立即被作有罪宣判 ,在判

刑前 ,特别法庭就判处刑罚事宜举行了特殊听讯。�λω《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6条第 2款规定 :“审判结束前 ,

审判分庭可以自行决定 ,并应在检察官或被告人提出请

求时 ,依照《程序和证据规则》,在此举行听讯 ,听取与判

刑相关的任何进一步证据或意见。”根据该条的规定 ,如

果检察官或被告人提出请求时 ,国际刑事法院应该举行

判刑听讯 ;当事人没有请求时 ,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自行决

定是否举行这样的听讯。在定罪之后不再举行独立的判

刑听讯 ,可能会在审判期间将被告置于不利的地位。判

刑听讯的目的 ,是为听取与判刑相关的任何进一步证据

和意见提供机会。被告人可能提出减轻处罚的相关证

据 ,如被告在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 ,或被告努力减轻受

害人的痛苦。对于被告人来说 ,在审判阶段提出这些证

据的唯一方法可能是放弃沉默权和不得自证其罪的保

护。假若被告在定罪后有权要求独立的判刑听讯 ,则他

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和陈述意见 ,从而加强被告在审判阶

段的沉默权。�λξ

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模式有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

辩护权利。在我国 ,如果从立法上将死刑案件的定罪程

序与判刑程序予以适当分开 ,将从实质上有利于控制死

刑的适用。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如果辩护律师作

无罪辩护 ,而法庭却作出了有罪认定 ,就应将该决定通知

各方当事人 ,并允许辩护人单独就量刑部分发表进一步

的辩护意见 ,以避免“突袭式裁判”剥夺被告人在刑罚部

分获得充分辩护的权利。

2.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赋予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审、二审程序之后的特别程序 ,

其设立的宗旨在于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 ,避免出现误杀

而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此 ,不应使死刑复核程序如同行政

审批过程 ,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参与。进行死刑复核的法

官要充分听取并高度重视辩护人的正确辩护意见 ,这是

避免死刑错误适用的最后一道防线 , �λψ同时也能充分发

挥律师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作用 ,增强其在死刑案件

诉讼中的辩护职能。

3.严格死刑适用的证明标准

关于死刑的适用 ,我认为 ,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

界 ,都应当重视死刑适用的证明标准研究 ,特别要注意严

格死刑适用的证明标准。一般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 ,在具体掌握时 ,认为

上述刑事证明标准根据不同的情况又具有差别性和层次

性 ,主要是 : (1)程序性事项和犯罪构成要件的实体性事项

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 (2)立案的证明标准、逮捕的证明标

准、起诉的证明标准、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 ,具

有层层递进的关系 ; (3)对同一案件的不同事实 ,在证明标

准上应当区别对待。�λζ我认为 ,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还

应当特别表现为 :一般案件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和死刑

案件的证明标准具有不同的层次。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明

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为“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即是说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

准要比一般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为严格。只有这样 ,

才能避免滥杀无辜 ,从而体现对生命权的珍视。

(四)死刑辩护的司法完善

1.切实保障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

2008年 6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赋

予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主要包括 : (1)犯罪嫌疑

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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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

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2)受

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

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

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

件有关的所有材料。(3)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 ,

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

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4)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

况。�λ{可见 ,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参与调查取证 ;在审查起

诉和审判阶段 ,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和法院进行收集、

调取证据 ,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

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是成功辩护的重要条件 ,不

进行调查取证 ,辩护律师便无法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

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无法

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和

《律师法》虽然规定辩护律师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但律

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往往面临着诸多实际问题 ,特别是由

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特别是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被害人的近

亲属提供的证人根本不愿意为律师提供相关证据。

所以 ,我认为 ,切实保障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的关键

是在法律中对辩护人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除了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外 ,还要提高

公诉人和法官公正执法的理念 ,对有罪证据和无罪、罪轻

的证据予以同等重视。在死刑案件中 ,当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向检察院和法院提出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申

请时 ,检察院和法院应该对这一申请予以认真对待并将

调查结果通知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法官应当平

等地对待控辩双方 ,对于律师申请调查收集新证据、进行

重新鉴定等合理请求应当予以充分尊重 ,对于证据确凿、

言之成理的辩护意见应当予以采信。

2.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

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 ,是减少冤假错案的关键

问题之一 ,一方面 ,法院系统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准入制

度 ,严格按照我国《法官法》选拔出真正符合要求的法律

专业人才 ,提高法官队伍准入门槛 ;另一方面 ,应该经常

对法官进行职业道德、业务素质的全面培训 ,使法官树立

起尊重生命、尊重事实、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等司法观念。

只有这样 ,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辩护才能获得真正

公正、合理、专业的对待。

3.降低法外因素的干扰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应当严格依照其自身对法

律条文及公平正义精神的理解 ,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

上 ,对案件是否有罪、罪重罪轻进行判断 ,让社会舆论、行

政干预、人情关系等法外因素对案件的干扰服从于罪刑

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有这样 ,在可能判处

死刑的案件中 ,辩护才能凸显其有效性 ,死刑辩护权的法

律意义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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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 while woman handles the domestic ones”, and“Man is in charge of earning money to support the family ,
while woman is responsible for housekeeping”is a kind of social gender which was processed through feud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was made a profound imprint of“Man is superior to woman”, which has influenced on society all the
time .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in social practice of our country’s modernization , this labor division of gen2
der acting as cont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important connection with modernized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 6) Earth2Dissociated China and Situation of Rural Culture Sun Qingzhong　·136·

Since 1990s , the movement and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 force on large scale have reshaped the process of devel2
opment of“earth2bounded China”, which declared the coming of the“earth2dissociated”age. However , the rural
culture hasn’t been destroy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Those social problems resulted from agricul2
ture depression , and rural“void”are just the appearance of rural cultural crisis , the“form”of“earth2dissociated”;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value system rooted in earth2bounded society is the essence of rural culture , the“spirit”of
“earth2bounded”. The essence of rural culture is“appearance scattered”but“spirit concentrated”. The judgment of
rural culture on the edge of collapse made by authority , is of much imagination based on the ideal scheme towards
rural cultu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rban , neglec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2transformative capacity of cultural
tradition.
( 7) Obstacles of Defense Right of Death Penalty in China and Its Outlet Huang Fang　·155·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Treaty of Civilian Right and Polit2
ical Right , the death penalty issue especially the defense right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has again aroused ex2
tensive disputes in different social circles. At present , the defense rights of the death penalty are mainly meeting
with the obstacles in policy , in legislation , in procedure and in justice. In order to abolish these obstacles , carry
out the death penalty policy of“combination of‘strict’with‘loose’”, greatly reduce the amount the death penalty
crimes , restrain the object suiting the death penalty , specify the sentencing standards of criminal procedure for death
penalty , cancel the absolute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for death penalty , separate properly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sentencing procedure , be strict with the proof standards for death penalty application , and perfect the de2
fense right of death penalty.
( 8) Some Basic Terms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Bai Yun　·179·

A term is a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universal nature towards the objective things.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self2criticism and self2improvement ,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have invented some terms of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
such as wording and facts ,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 accurate recording and inaccurate accounting , initiating
and inheriting , name and nature ,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 general recording and recording limited in some dynas2
ties , compiling methodology and significance of compiling , as well as virtue , talent , scholarship and knowledge and
so on. The above terms developed from small number and from a primitive stage.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erm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tori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 9) On Hu Qiaomu’s Literary Criticism Cheng Zhongyuan　·207·

In his secondary school years , Hu Qiaomu published his paper Observation of Literary Art , arguing about the
up and down of modern literature trends. In 1935 , he shoulder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Party and Youth League of
Art Association , and published quite some literary critics. In his later political career , he paid fully attention to us2
ing literary criticism. He was always alert on finding and praising excellent works from the 1930s to 1980s and
1990s. His approval of the works of many writers shows his deep friendship towards the writers and his enthusiasm
for the flourish of literary art . Hu Qiaomu kept on the socialist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art , opposing the antisocialist ,
individualist and capitalist humanist works , not agreeing on tolerance. At the same time , he was against simplicity ,
and rudeness. He also criticized conservative and rigid thought . He always tried to make scientif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He praised innovation , yet did not repel the learning from
the skills of modern schools. He insisted on Mao Zedong’s thought of literary art , yet avoiding dogma and holiness.
He indicated that the Speech at Yan’an Symposium of Literary Art was not complete , and pointed out its negative
effect ,by contacting the cause of“Cultural Revolution”.
( 10) Online Education and Postmodern Self2Identity Cheng Jianjun　·225·

Online education has brought a new educational view , resulted in postmodern self2identity of relationship be2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urn its step to postmodernism. In
online educati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comes flexible , multiform , fair , constructural ,
fractional and game2like and so on. Thus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y in teacher2student relation must be estab2
lished on the basis of deeper consideration of postmodern features of online education , and fully reflect the character2
istics of the time so as to meet the internal needs of the post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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